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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對 470 名粵港澳大灣區幼兒教師進行問卷調查，探討文化認同、文化回應

性教學和專業認同的現狀，以及三者的關係。研究結果顯示：大灣區幼兒教師的文化

認同、文化回應性教學和專業認同整體處於中等偏上水準，廣東地區教師的文化認同

和文化回應性教學水準比港澳地區教師高，部分變項在教齡、語言上有顯著差異。 

幼兒教師文化認同不僅可以直接預測文化回應性教學，還可以通過專業認同的中介 

作用對文化回應性教學產生間接影響。研究對提高大灣區教師的文化認同和文化回應

性教學水準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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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 論 

粵港澳大灣區（下稱大灣區）屬國家戰略所構建的城市群，不僅是經濟共同體，

更是文化共同體。行穩致遠發展的大灣區需要文化共同體來創造美好的社會形態 

（黃玉蓉、曾超，2018）。當前國家有關大灣區的政策論述中亦頻現構建文化灣區 

相關話語，如國務院 2019 年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提出共建人文灣區 

（國務院，2019），又在 2022 年的總體方案中指出深化粵港澳互利共贏合作，厚植 

歷史文化底蘊。從歷史文化傳統角度，粵港澳三地具有地域相近、文脈相親的優勢，

尤其是嶺南文化的同根同源（李燕，2003）。同時，大灣區獨有的「一個國家、兩種

制度、三種法域、多種語言」的區域特徵，其多元文化生活資源更加豐富（李磊等，

2020）。在中西文化長期交匯共存的背景下，要構建「中國化、國際化」大灣區， 

保證大灣區多元文化發展，並促進中華文化與其他文化的交流合作，文化認同的柔性

力量顯得尤為重要。 

Banks（2006）認為「文化的認同是平衡的身分認同的核心」，從族群群體共用的

文化出發建立個體國家身分認同是至關重要的。要形成對中華文化族群的文化認同，

基礎教育─尤其幼兒教育─發揮着奠基作用。兒童社會化功能是幼兒教育的 

重要功能之一，兒童社會化就是兒童從自然人轉化為「文化人」的過程，其實質是 

文化內化的過程，亦即兒童對社會文化不斷認同的過程（周燕，2021）。而幼兒教師

在幼兒社會化過程中更是肩負着重要的文化育人使命。在大灣區獨特的社會情境脈絡

下，粵港澳三地幼兒教師是傳承文化、發揮文化認同作用主力軍中的基礎部隊，他們

的文化認同現況及其差異究竟如何？這是本研究關注的首要問題。 

大灣區教育雖然有中華傳統文化同一性的基礎，但在歷史因素作用下，粵港澳 

三地的教育融合發展亦面臨文化上的巨大差異（單菁菁、張卓群，2020；黃素君等，

2018）。文化的差異性會引起群體的衝突和文化失調，這就需要教師能夠進行文化 

回應性教學。文化回應性教學是基於對種族和民族不平等問題的關注而發展起來的 

教育理念，其核心是培養教師具備相應的態度、知識和能力，以促進多元文化背景 

學生的學業成就（Villegas & Lucas, 2002）。此外，與文化認同和文化回應性教學密切

關聯的，大灣區幼兒教師的專業認同亦是本研究的討論重點。綜述已有研究，幼兒 

教師的文化認同水準可能會影響其專業認同（高宏鈺等，2022）和文化回應性教學的

實施。但已有研究文獻中尚未見關於大灣區幼兒教師文化認同現狀及其與專業認同、

文化回應性教學關係的相關探討。因此，本研究欲了解大灣區幼兒教師文化認同、 

專業認同和文化回應性教學的總體現狀與區域差異（粵、港、澳），以及三者之間的

作用關係及其在不同地區（粵、港、澳）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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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探討 

幼兒教師文化認同概述 

在討論文化認同概念之前，我們首先需要理解「文化」這一概念。本研究採用 

Banks（見荀淵等，2010）對文化的描述，即文化是一個族群共用的象徵性符號、意義、

價值觀和行為方式的集合。它既包含宏觀文化，即民族國家層面共用的文化，亦包含

微觀文化，即構成宏觀文化的各個子文化或亞文化。大灣區幼兒教師文化認同中的中

華文化既包括了主流的中華傳統文化（宏觀文化），亦包括了嶺南文化這一大灣區 

特有和共用的微觀文化。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指人們對於文化的傾向性共識

和認可，表現為對某一文化的歸屬意識，以共同、共用、融合、同一為特徵的共同體

建構（鄭曉雲，2018）。因此，本研究中的文化認同特指大灣區幼兒教師對中華文化

的傾向性共識和認可。 

當前的研究普遍認為，文化認同的構成要素主要包括認知認同、情感認同、行為

認同（吳瓊洳，2009；雍琳、萬明剛，2003；鄭雪、王磊，2005）。首先，文化認知

認同指的是個體對所屬文化的特徵進行深入的了解和認識。這不僅包括對文化的歷史

和傳統知識的了解，還包括對文化深層價值和意義的理解。其次，文化情感認同是指

個體對其所屬文化的接納，並因此產生積極的情感傾向。這種情感上的聯繫使個體 

感到自豪和歸屬感，進而增強了對文化的忠誠和熱愛。最後，文化行為認同則是指 

個體以實際行動來支持和推廣所屬文化，包括參與文化活動、維護和傳承文化傳統等

具體行為。 

當前對教師文化認同的研究總體包括以下幾方面：第一，教師文化認同的意義 

研究，關注教師文化認同的育人價值。學校教育通過塑造公民身分，在預防並解決 

文化衝突方面的作用不可或缺，教師文化認同的作用亦不容忽視（Burgess, 2016）。

第二，教師文化認同的研究對象。已有的實證研究對象的範圍多集中於高校教師、 

民族地區教師、英語教師等，鮮有研究關注基礎教育教師，尤其是幼兒教師。第三，

教師文化認同的研究集中於教育系統的內部探討，缺乏對外部社會因素和時代變遷的

關注。文化認同具有極強的情境性（Banks，見荀淵等，2010），因此需要關照教師 

文化認同在新的社會背景下的變化，如以大灣區的國家戰略等時代背景為社會情境 

脈絡中的新特點。綜上所述，本研究首要關注大灣區幼兒教師文化認同的現狀及其 

差異特點。 

幼兒教師文化回應性教學、專業認同概述 

文化回應性教學起源於 20 世紀 70 年代的美國，是指教學中使用不同種族學生的

文化知識、先前經驗、知識架構和表現風格，從而使學習對學生而言更具有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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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為有效（Gay, 2013; Villegas & Lucas, 2002）。基於大灣區多元文化的背景，面對 

多元文化背景的學生，幼兒教師需具備文化回應性教學的能力（Chen-Hafteck, 2016;  

Ng, Chai, Chan, et al., 2022; Ng, Chai, Fok, et al., 2020），既能回應幼兒共用的主流 

文化，即 Banks（見荀淵等，2010）所指的「宏觀文化」，又要尊重不同幼兒的不同

「微觀文化」背景差異。每個幼兒都有自己的文化來源，生活在特定的文化環境中，

因此，教師需了解不同文化背景的幼兒，尊重幼兒的文化多樣性，重視不同幼兒所 

帶來的文化影響，將其文化融入到教育中（耿澤等，2023）。 

幼兒教師專業認同是指其身為幼兒教師的意義何在，回答「教師是誰」和「我為

甚麼是教師」等存在論的追問（張麗敏，2021）。教師專業認同是教師專業的核心 

（王郁雯，2016）。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探索，人們對教師身分已有較清晰的認識與 

把握，包括其概念、構成、形成過程、影響因素、現狀特徵，以及與教師專業發展、

教師知識與學習、教師自我、教師職業動機與自我效能、教師離職意向等相關概念的

關係等（張麗敏、葉平枝，2019）。 

幼兒教師文化認同與文化回應性教學、專業認同的關係研究 

教師的文化認同不僅影響其在教學中內容和形式的選擇，從而影響教學的有效性

（戚海燕、吳長法，2018），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教師對不同文化背景學生的敏感度

和回應能力。特別是當教師成為「文化盲」，無法理解教育與傳統文化的關聯時， 

他們對學生的負面影響會非常顯著。文化認同意味着教師不僅忠於自己的文化群體，

而且能夠移情並關心其他文化群體（Banks，見荀淵等，2010）。教師的文化認同會對

如何尊重並包容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有直接影響（周卓瑩、吳迪龍，2021；曾莉、 

張姝，2012）。當教師具有較強的中華文化認同，並能夠認識到鄉土文化是中華文化

的重要組成部分時，他們更能理解學生的文化背景，並將鄉土文化融入教學之中 

（謝計，2021）。在幼兒教育方面，幼兒教師文化認同對文化回應性教學的影響尤為

重要。幼兒階段是個體的早期社會化階段，即文化觀念和價值觀形成的關鍵時期。 

教師的文化認同及其對文化回應性教學的作用不僅會影響幼兒對自己和他人文化的 

認識，而且會影響他們的社會情感發展和文化多元性的接受程度。由此，我們認為 

幼兒教師的文化認同會正向影響其文化回應性教學，提出研究假設 H1。 

文化認同與專業認同都源自個體的認同心理機制，並在文化和職業過程中起着 

重要作用。根據社會認同理論（Tajfel & Turner, 2001），個體可以同時歸屬於並認同

多個群體，表明個體能夠在多個方面（如文化、職業）進行認同。個體的這種多層次

認同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相互關聯和影響的。教師職業發揮着教育的文化功能， 

在這一特殊的職業中，文化認同對專業認同的影響尤為顯著。教師的文化認同不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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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他們的教學方式和教育理念，還影響他們對自身職業身分的理解和接受。例如，

Varghese et al.（2005）指出，教師的文化認同會影響他們專業認同的構建。進一步，

高宏鈺等（2022）在探究幼兒教師的中華文化素養結構時，提出教師對中華傳統文化

的認同感會影響他們的職業信念和專業志向。這種信念和專業志向是專業認同的外在

表現。幼兒教師對文化的深刻理解和認同，能夠增強他們對教師這一職業的認同感。

由此，我們認為幼兒教師的文化認同會正向影響其專業認同，提出研究假設 H2。 

此外，教師專業認同可能在教師文化認同與文化回應性教學之間起着中介作用。

教師的專業認同是教師專業性的重要衡量尺度，是影響教師職業動機、職業承諾和 

教學效能感的核心因素（張麗敏、葉平枝，2019；Day et al., 2006）。已有研究發現 

專業認同水準較高的教師具有較高的教學效能感（李子建、邱德峰，2016；Czerniawski, 

2011）。幼兒教師的研究同樣發現專業認同高的教師會更加關注幼兒、投入教學， 

教學效能感更高（Chang, 2004）。同時，已有研究表明教師效能感與文化回應性教學

存在正相關（Debnam et al., 2015; Thomas & Warren, 2017）。由此，我們認為幼兒教師

專業認同愈高，他們具有更高的教學效能和投入，則更有可能更好地理解和關注不同

文化背景的學生，進而有效實施文化回應性教學（謝計，2021）。因此，幼兒教師 

文化認同對文化回應性教學影響的過程中，幼兒教師專業認同可能在文化認同與文化

回應性教學之間發揮部分中介作用，我們提出研究假設 H3。 

基於以上相關討論，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設，假設模型如圖一所示： 

H1: 教師文化認同會正向影響文化回應性教學。 

H2: 教師文化認同會正向影響教師專業認同。 

H3: 教師專業認同在教師文化認同與文化回應性教學之間存在中介作用。 

圖一：文化認同、專業認同與文化回應性教學模型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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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 

本研究基於廣東、香港和澳門的語言表達習慣有所不同，分別設計了廣東版、 

香港版和澳門版三個版本的調查問卷，並採用滾雪球方式將電子問卷發放給大灣區 

幼兒教師填寫。由於三地幼兒教師人數佔比不同，據統計顯示 1，2020 年，廣東幼兒

教師約 32.15 萬人，香港幼兒教師約 1.4 萬人，澳門幼兒教師約 0.13 萬人，因此樣本

數量依據三地幼兒教師數量比例分層抽樣。同時，結合不同地區幼稚園類型，共發放

問卷 500 份，剔除無效問卷後，其中廣東 2有 314 份、香港 126 份、澳門 30 份，共 

470份。問卷有效率為 94%。研究對象的基本資訊見表一。 

表一：研究對象基本資訊（N = 470） 

類別 分類 粵（314） 
港澳（156） 

（香港 126 +澳門 30） 
合計 

教齡 5年及以下 105（33.4%） 50（32.1%） 155 

6–15年 121（38.5%） 55（35.3%） 176 

16年及以上 88（28.0%） 51（32.7%） 139 

學歷 高級文憑 175（55.7%） 24（15.4%） 199 

學士 137（43.6%） 100（64.1%） 237 

碩士 2 （0.6%） 32（20.5%） 34 

主要工作語言 普通話 225（71.7%） 11 （7.1%） 236 

粵語 78（24.8%） 101（64.7%） 179 

英語 11 （3.5%） 44（28.2%） 55 

研究工具 

問卷調查法 

幼兒教師文化認同量表基於文化認同相關理論，並參考鄭雪松等（2021）編製的

「幼兒教師非物質文化遺產認同量表」、Hu et al.（2014）編製的「中國多民族青少年

文化認同問卷」等進行編製。問卷的 Cronbach’s α係數和分半信度分別為 .92和 .906，

具有較好的內部一致性。「文化」內容包括主文化及亞文化，其中亞文化是指粵港澳

地區的嶺南文化。初始問卷共 49 個題項，在第一階段研究中，經過相關專家和資深 

教師對題項進行反覆修改和項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驗證性因素分析，最終量表

有 38 個題項共三個維度，包括認知認同（10 個題項）、情感認同（20 個題項）和 

行為認同（8個題項）。量表採李克特 7點計分，從「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 

別記為 1至 7分。量表模型指標包括 χ2/df指數為 5.15，RMESEA指數為 .079 <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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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I指數為 .930 > .9，TLI指數為 .924 > .9，SRMR指數為 .068 < .08。由此可見， 

修訂後量表的各個擬合指標均滿足心理測量的要求，量表結構效度較好。 

本研究使用參考自 Boon & Lewthwaite（2015）編制的文化回應性教學量表和

Wlodkowski & Ginsberg（1995）提出的五大維度並由陳姿螢（2019）最終改編的文化

回應性教學量表。量表的 Cronbach’s α 係數為 .93，具有較好的內部一致性。研究者 

結合本土國情和文化背景以及幼兒教育情境，修改了題項內容的表述，修訂後的量表

有 17個題項共五個維度，包括尊重差異（4個題項）、提升幼兒學習動機（3個題項）、

創造安全與包容的學習環境（3 個題項）、跨文化的教學（3 個題項）、促進公平與 

正義（4 個題項）。量表採李克特 7 點計分，從「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別

記為 1 至 7 分。量表模型指標包括 χ2/df 指數為 3.51，RMESEA 指數為 .073 < .08， 

CFI指數為 .940 > .9，TLI指數為 .930 > .9，SRMR指數為 .036 < .08。由此可見， 

修訂後量表的各個擬合指標均滿足心理測量的要求，量表結構效度良好。 

本研究使用 Tyler & McCallum（1998）開發的專業認同量表進行測量，量表由 

蔡嫦娟（2004）修改為中文版，由「我非常認同我的工作」、「我希望我的子女以後

也能從事這項工作」等 10 個題目構成，採李克特 7 點計分，1表示「完全不符合」，

7 表示「完全符合」，分數愈高說明專業認同水準愈高。量表的 Cronbach’s α 係數 

為 .973，表明其信度較高。 

訪談法 

本研究以訪談法為問卷調查法的補充方法。採用目的抽樣，對不同年齡、學歷、

教齡、職務的 18位來自粵港澳三地的幼兒教師進行 20至 30分鐘半結構化訪談，其中

廣東 8位、香港 5位、澳門 5位。訪談提綱是研究者根據本研究主題自行編制，圍繞

「您所了解的中華傳統文化？您對積極弘揚和傳承中華傳統文化有甚麼看法？您認為

開展中華傳統文化教育活動需要哪些方面的支援？」等訪談問題來展開。訪談資料 

編號為「地區英文縮寫 + 訪談順序」，廣東珠三角地區、香港地區和澳門地區的英文

縮寫分別為 GD、HK 和 MO。例如 HK11，即為來自香港地區的教師，訪談順序為 

第 11。研究者首先對所收集的訪談資料逐字校對、反覆閱讀，然後結合量化資料分析

結果，分析訪談資料，並與量化資料分析互證。 

資料處理和分析 

本研究採用 SPSS 26.0進行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 t檢驗、單因素方差分析、回歸

分析等操作。本研究使用了基於方差的偏最小二乘結構方程模型（PLS-SEM）來進行

模型核對總和路徑分析，並採用了 SmartPLS 4.0為分析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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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與討論 

研究結果 

幼兒教師文化認同、文化回應性教學和專業認同的總體狀況 

大灣區幼兒教師文化認同、文化回應性教學與專業認同的整體水準處於中等偏上

（見表二），均值在 5.01–5.80 分，高於中位數 4 分。在幼兒教師的文化認同與文化 

回應性教學的均值上，珠三角高於港澳，而專業認同的均值上則港澳高於珠三角。 

表二：粵港澳幼兒教師文化認同、文化回應性教學和專業認同的總體狀況 

地區 n 
M ± SD 

文化認同 文化回應性教學 專業認同 

粵 314 5.72 ± 0.85 5.76 ± 1.03 5.64 ± 1.28 

港澳 156 5.01 ± 0.93 5.57 ± 0.80 5.80 ± 1.04 

幼兒教師文化認同、文化回應性教學和專業認同的人口學變項差異檢驗 

差異檢驗發現，大灣區幼兒教師文化認同、文化回應性教學和專業認同在學歷上

不存在顯著差異，在教齡、常用工作語言上存在顯著差異。 

第一，對於不同教齡的大灣區幼兒教師的文化認同、文化回應性教學和專業認同

水準進行比較，不同教齡的幼兒教師在文化認同和文化回應性教學上有顯著差異，在

專業認同上不存在顯著差異（見表三）。LSD檢驗結果顯示，工作 16年以上的教師，

其文化認同和文化回應性教學水準最高，其次是已工作 6–15 年的教師，而只有 5 年 

以下教齡的教師，其文化認同和文化回應性教學水準最低。 

表三：不同教齡的教師文化認同、文化回應性教學和專業認同的比較 

 ① 5年以下 ② 6–15年 ③ 16年以上 F p LSD 

文化認同 5.31 ± 1.06 5.54 ± 0.80 5.63 ± 0.93 4.804 .009** ③ > ① 

② > ① 

文化回應性教學 5.55 ± 1.11 5.70 ± 0.80 5.84 ± 0.96 3.433 .033** ③ > ① 

專業認同 5.45 ± 1.30 5.70 ± 1.16 5.94 ± 1.21 6.242 .562 — 

** p < .01 

 

第二，使用不同工作語言的大灣區幼兒教師的文化認同水準有顯著差異，在文化

回應性教學和專業認同上不存在顯著差異（見表四）。LSD 檢驗結果顯示，僅使用 

普通話為工作語言的教師，其文化認同水準最高，顯著高於使用粵語和英語的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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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不同工作語言的教師文化認同、文化回應性教學和專業認同的比較 

 ① 普通話 ② 粵語 ③ 英語 F p LSD 

文化認同 5.67 ± 0.85 5.26 ± 1.00 5.52 ± 0.92 9.448 .000*** ①＞② 

文化回應性教學 5.72 ± 1.04 5.81 ± 0.92 5.94 ± 0.83 1.309 .271 — 

專業認同 5.64 ± 1.28 5.71 ± 1.16 5.90 ± 1.02 1.052 .350 — 

*** p < .001 

幼兒教師文化認同、文化回應性教學和專業認同的區域比較分析 

對大灣區幼兒教師的文化認同、文化回應性教學及其各維度和專業認同進行獨立

樣本 t檢驗（見表五），研究結果表明粵與港澳地區 3幼兒教師在文化認同及其各維度

上、文化回應性教學及其尊重差異維度上存在顯著差異，且來自廣東的幼兒教師顯著

高於來自港澳的幼兒教師。但是，兩地幼兒教師在文化回應性教學中的提升幼兒學習

動機、創造安全與包容性的學習環境、跨文化的教學、促進公平與正義，以及專業 

認同上不存在顯著差異。 

表五：粵港澳幼兒教師文化認同、文化回應性教學和專業認同的區域比較 

維度 粵 港澳 t P 

文化認同 5.72 ± 0.85 5.01 ± 0.93 7.972 .000 

認知認同 4.84 ± 1.08 4.37 ± 1.16 4.351 .000 

情感認同 6.38 ± 0.94 5.34 ± 1.03 10.500 .000 

行為認同 5.18 ± 1.12 4.99 ± 0.96 1.935 .050 

文化回應性教學 5.76 ± 1.03 5.57 ± 0.80 2.231 .026 

尊重差異 5.64 ± 1.10 4.83 ± 0.84 8.836 .000 

提升幼兒學習動機 5.72 ± 1.12 5.83 ± 0.92 –1.120 .264 

創造安全與包容性的學習環境 5.82 ± 1.07 5.79 ± 0.91 0.316 .752 

跨文化的教學 5.67 ± 1.10 5.70 ± 0.95 –0.326 .745 

促進公平與正義 5.94 ± 1.07 5.84 ± 0.86 1.031 .303 

專業認同 5.64 ± 1.28 5.80 ± 1.04 –1.451 .148 

幼兒教師文化認同、文化回應性教學、專業認同的關係分析 

對於幼兒教師文化認同、文化回應性教學、專業認同的關係，首先進行相關分析，

結果如表六所示：大灣區幼兒教師文化認同和專業認同之間呈顯著正相關（β = .430,  

p < .01）；文化認同與文化回應性教學之間呈顯著正相關（β = .732, p < .01）；專業 

認同與文化回應性教學之間呈顯著正相關（β = .511,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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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幼兒教師文化認同、文化回應性教學、專業認同的相關矩陣 

 M SD 文化認同 專業認同 文化回應性教學 

文化認同 5.49 0.94 1   

專業認同 5.69 1.21 .430** 1  

文化回應性教學 5.70 0.96 .732** .511** 1 

** p < .01 

 

以文化認同的三個維度為自變項，文化回應性教學為因變項，逐步進行回歸分析

的結果發現，認知認同、情感認同和行為認同三個維度都會顯著正向預測文化回應性

教學（F = 189.52, R2 = .551, β 認知認同 = .092, t 認知認同 = 2.785, β 情感認同 = .325, t 情感認同 = 9.433,  

β 行為認同 = .357, t 行為認同 = 10.158, p < .001）。 

為進一步探究文化認同對文化回應性教學的作用機制，採用 SmartPLS 4.0軟體建

構 PLS-SEM 模型，以建構專業認同在文化認同和文化回應性教學之間的中介作用。 

首先建構無中介模型，結果發現，文化認同可以顯著正向預測文化回應性教學 

（β = .726, p < .001），假設 H1成立。其後在原模型中加入專業認同建構中介模型，

結果發現，文化認同顯著正向預測文化回應性教學（β = .617, p < .001）及其專業認同

（β = .458, p < .001），假設 H2成立。其次，採用 Bootstrapping程式進行結構模型 

檢驗，通過 5,000 次重複抽樣，中介效應檢驗結果如表七和圖二所示。結果發現， 

專業認同顯著正向預測文化回應性教學（β = .240, p < .001），專業認同在文化認同和

文化回應性教學之間的中介效應的置信區間為 [0.069, 0.158]，區間不包括 0，說明中介

效應存在；文化認同和文化回應性教學之間的直接效應的置信區間為[0.577, 0.719]， 

區間不包括 0，中介效應值為 .110，中介效應佔總效應的 15.13%，表明教師專業認同

在文化認同和文化回應性教學之間起部分中介作用，假設 H3成立。 

表七：中介效應的 bootstrap分析（N = 470） 

路徑 β t 
95% 置信區間 

下限 上限 

總效應 .727 22.906 0.662 0.783 

直接效應 .617 15.772 0.577 0.719 

中介效應 .110 4.851 0.069 0.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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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中介效應檢驗結果示意圖 

 

 

 

 

 

 

 

*** p < .001 

幼兒教師專業認同在文化認同對文化回應性教學之間 

中介作用的地區差異 

為檢驗幼兒教師專業認同的中介作用是否存在地區差異，本研究以上述中介模型

為基礎，以地區（粵、港澳）為組別變項，建構多群組模型進行檢驗，結果如表八 

所示：不同地區的教師在文化認同對專業認同的作用中不存在顯著差異（diff = –0.004, 

p = .949）。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地區的教師群體在文化認同對文化回應性教學的作用

中存在顯著差異（diff = 0.285, p < .001），表現為在廣東教師群體中教師文化認同比 

港澳教師群體更能促進教師文化回應性教學的實施。 

表八：中介作用的多群組差異分析結果 

路徑 
廣東省教師 港澳教師 

diff p 
β t β t 

文化認同→文化回應性教學 .744 20.893 .455 6.026 0.285 .000*** 

文化認同→專業認同 .508 10.720 .506 7.660 –0.004 .949 

專業認同→文化回應性教學 .152 2.526 .305 3.992 –0.151 .088 

文化認同→專業認同→文化回應性教學 .760 2.175 .153 3.389 –0.077 .129 

*** p < .001 

討 論 

幼兒教師文化認同、文化回應性教學和專業認同的總體分析與比較 

總體上看，大灣區幼兒教師的文化認同、文化回應性教學和專業認同處於中等 

偏上水準，這說明大灣區幼兒教師整體上對中華文化認同水準較高，能夠相應地實施

文化回應性教學，且對幼兒教師這個職業較為認可。 

專業認同 

文化認同 文化回應性教學 

.458*** .240***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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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教齡大灣區幼兒教師在文化認同和文化回應性教學上存在顯著差異，教齡 

在 5 年以下的幼兒教師，其文化認同和文化回應性教學得分最低。這一結果與宋曉樂

等（2020）的研究結果相似，他們的研究指出專家型教師比新手型教師的文化認同 

程度更高，在全球多元文化背景中，專家型教師對其傳統文化的積澱更持久，對傳統

文化的歸屬感更加濃烈，能夠較為客觀地審視傳統文化。對港澳教師的訪談亦體現了

這一點，教齡 30 年的黎老師和 22 年的陳老師都表示出對中華文化及其傳承的認同：

「我覺得隨着年代的進步，現在的小朋友對中華文化的認識少了、歸屬感也少了， 

所以將來如果要將這些東西教給小朋友，我是認同的」（訪談資料 HK11）。新手教師

不僅要經歷角色身分的轉換，還要在多元文化中學習中華傳統文化：「在教學上我 

覺得我們沒那麼積極傳承中華傳統文化，但近年來開始改變了，要讓年輕人注重傳統

的教育」（訪談資料 HK09）。這對剛入職的教師來說需要時間去學習，且他們沒有 

學習過系統的傳統文化知識，不能及時運用到教學中：「我們接受過的傳統文化培訓

較少，開展傳統文化的課程對我們來說有點困難」（訪談資料 MO14）。「我在幼兒

園工作三年了，對於幼兒園開展中華傳統文化方面的課程，自己是在慢慢摸索，畢竟

網上的資源是有限的，學習起來比較慢」（訪談資料 GD04）。 

使用不同工作語言的幼兒教師的文化認同水準有顯著差異，僅以普通話為工作 

語言的教師，其文化認同水準最高。如 Banks（見荀淵等，2010）所說，語言是一個

重要的文化製造者，它是文化群體認同得以產生和維繫的基礎。大灣區這個特殊地區，

普通話、粵語、英語都是重要的教學語言，而它們背後代表的文化亦有所不同。比如，

普通話是內地教師工作中的主導語言，更多地反映主流文化和價值觀，受政策支持和

推廣；粵語則與港澳文化緊密聯繫，反映的是港澳的歷史、地理和文化特徵；英語則

通常被視為一種國際性的語言，反映的是西方文化和全球化趨勢，而港澳地區由於 

殖民地歷史和地理位置等原因，使得粵語和英語在工作中的使用更為普遍。當教師在

工作中經常使用某一特定的語言時，相對應地，教師對這種語言所對應的文化的聯繫

便會更加緊密，從而影響教師的文化認同（Lai, 2011）。 

從區域差異的角度來看，幼兒教師的文化認同、文化回應性教學存在顯著差異，

廣東顯著高於港澳。這一現象可以用文化脈絡的親和性以及先存的優先性（謝均才，

2011）來解釋。廣東自古以來就傳承與發展中華傳統文化，深受傳統文化影響，不管

是生活習慣、行為方式都潛移默化受到傳統文化影響，所以文化認同感比較高： 

「中國的傳統文化表現在方方面面，如人文、禮儀、習俗等，這些對我們的日常生活

有很大的影響」（訪談資料 GD01）。而港澳幼兒教師由於受到歷史因素影響，雖然與

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嶺南文化同根同源，在回歸後亦在教育中滲透傳統文化，但在多元

文化的衝擊下，港澳幼兒教師對傳統文化的認同會比廣東的幼兒教師低：「我們學校

中西方文化都有，但主修是西學」（訪談資料 HK12）；「澳門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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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學校的語言也比較多元，我們在每個班級都會進行英文的教學」（訪談資料 

MO14）。廣東幼兒教師在文化回應性教學及尊重差異維度上高於港澳幼兒教師，相對

於港澳地區中存在的多元文化之間的巨大差異，廣東地區的嶺南文化亞文化與傳統 

文化雖有差異但長期融合共存，幼兒教師能夠較好地把握文化的同一性和差異性， 

更好地進行文化回應，説明幼兒教師認識到不同主文化及亞文化的特性，將中華文化

和嶺南文化背景變成多樣的教學資源包，從而更好地實踐文化回應性教學。 

幼兒教師文化認同、專業認同與文化回應性教學的關係討論 

從中介效應檢驗結果得知，大灣區幼兒教師的文化認同可以通過直接和間接的 

方式影響教師的文化回應性教學。 

首先，文化認同會正向影響教師的文化回應性教學，幼兒教師文化認同水準愈 

高，實施文化回應性教學的傾向愈強。文化回應性教學的基礎是接納、尊重和認同 

不同文化，這需要教師先對不同文化進行認知和了解，並在情感上產生認同和共鳴 

（裴淼等，2019）。文化認同可以影響教師對學生文化背景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如果

教師對學生所處的文化背景不了解或缺乏接受，就很難在教學中充分考慮學生的文化

背景，從而難以開展文化回應性教學（Brown & Crippen, 2017）。此外，教師的文化

認同亦會影響他們在課堂中與學生互動的方式和態度。如果教師自身的文化認同與 

學生的文化背景存在衝突或不相容，就可能會導致教師和學生之間的文化隔閡和溝通

障礙，進而影響文化回應性教學的實施（Neri et al., 2019）。相反，如果教師的文化 

認同與學生的文化背景相似或相容，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學生的文化習慣和行為方式，

更好地與學生建立關係，從而提高文化回應性教學的品質。 

其次，幼兒教師的文化認同會正向影響其專業認同，幼兒教師文化認同水準愈 

高，幼兒教師的專業認同愈高。這與 Varghese et al.（2005）、高宏鈺等（2022）的研

究結果相似。社會認同理論認為對群體的認同具有多重性（Tajfel & Turner, 2001），

幼兒教師的文化認同、專業認同都是社會認同的重要組成部分。當教師對自身所屬的

文化有強烈的認同感時，這些文化價值觀和信念會成為其個人價值觀的一部分，從而

影響其專業價值觀。Volkmann & Anderson（1998）指出，文化原型是影響教師專業 

認同的重要因素。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不同社會文化對教師專業的理解和期待都有所

不同，會影響其專業認同。例如，在文化中強調教育的重要性和尊師重道的傳統， 

這種文化的認同會激勵教師更加敬業和投入，能夠增強教師對專業的尊重和熱愛， 

從而提升專業認同。 

最後，大灣區幼兒教師的文化認同會通過教師的專業認同間接正向影響文化回應

性教學。幼兒教師在了解和熟悉中華傳統文化後，會在教育教學活動中付出時間和 

精力開展相關中華傳統文化教育課程，通過不斷參與和反思，逐漸對所開展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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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課程感興趣，並會不斷學習，從而對自身的職業亦有清晰的認識，逐漸對職業 

產生深厚的歸屬感：「我覺得做傳統文化跟工作是有關係的，會受到薰陶，……我們

就會經常穿旗袍，感覺很有氣質，我覺得這是對工作生活的一種潛移默化的影響」 

（訪談資料 MO13）。社會認同理論亦指出，人們對於自己所屬群體和組織具有一定

的情感依戀和認同感，這種情感依戀和認同感可以促進人們對群體和組織的忠誠和 

投入（Tajfel & Turner, 2001）。在教師的情境中，如果教師與自己所服務的學生具有

相似的文化背景和價值觀，就可能出現一種更強烈的情感依戀和認同感，促使教師 

更加投入於自己的工作，從而對教育職業有更強的認同感。Villegas & Lucas（2002）

系統地提出了教師文化回應性教學能力培養需要着重關注的六方面，其中之一便是 

「認為自己既有責任亦有能力帶來教育變革，使學校對所有學生更加負責」。如果 

教師對自己的職業有強烈的認同感，就會更加重視學生的學習需求和文化背景，更加

積極地尋求提高教育品質的方法（Chen et al., 2023; Lagos-Serrano, 2024），包括開展

文化回應性教學：「如果這個老師感受到自己作為教師的重要性，他就會更加自然 

讓小朋友去認識這個文化」（訪談資料 HK09）。這種積極性和投入感來源於教師深信

自己的工作能夠產生積極的社會影響，從而願意將時間和精力投入到提高教育品質和

推動學生學習發展的工作中。因此，教師的專業認同可以作為文化認同和文化回應性

教學之間的中介因素，通過影響教師的態度和行為，進而影響文化回應性教學的實踐

和效果。 

幼兒教師專業認同中介作用的地區差異討論 

本研究表明，廣東幼兒教師的文化認同比港澳教師更能促進文化回應性教學的 

實施。港澳地區主權回歸祖國至今已分別有 27 年和 25 年，然而，香港真正的過渡 

不僅是主權問題，亦是認同問題（Tse, 2004）。在港澳地區，文化認同受到歷史、 

社會、政治等因素影響。民族性、本土性和全球性，就是香港和澳門歷史文化的三個

特徵（黎熙元，2005）。從民族性看，港澳地區的族群構成、社會結構和文化習俗 

仍然是以中華文化為主體，西方文化在香港文化的結構中成為「多元」的要素部分 

（金姚、林發欽，2022）。但是，從本土性看，在本研究的調查對象中，超過一半的

港澳教師處於 20–35 歲年齡段。他們是在主權移交後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Lai,  

2011）。由於長時間的文化隔離，這一代年輕人的文化認同基本上都是本土化的 

（李捷、張露，2019），他們對於自己的出生地和文化有着強烈的情感聯繫，對 

港澳文化的認同感和自豪感比對「中華文化」的更強。更重要的是，從全球性看， 

愈來愈多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人在港澳地區和世界各地之間流動。這種流動不僅 

帶來了經濟效應，亦帶來了世界文化的交匯和融合。港澳地區的教師不僅要對本地 

或內地學生開展本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教學，還可能要面對來自其他文化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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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 Chai, Fok, et al., 2020）。香港的群體意識形態根植於中國傳統文化，並融合了 

嶺南文化和移民思想，以香港本土化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為主體，形成了一個多元且

複合的觀念體系（徐海波、馮慶想，2014）。這種多元的文化環境使得港澳教師利用

自身文化認同去開展文化回應性教學的難度較高。相比之下，近十年以來，中國內地

在政策方面對中華傳統文化的教育和傳承高度重視。內地教師在中華傳統文化教育中

被置於一個更為關鍵的位置（宋曉樂等，2020）。在政策的引領和教師自身文化認同

的雙重作用下，廣東省教師實施文化回應性教學更具有優勢。 

建 議 

基於以上研究結果，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議： 

1. 鼓勵教師參與文化實踐和體驗活動，加深教師對不同文化的理解。大灣區是多元

文化融合交匯的地區，不僅包括主流的中華傳統文化，還包括嶺南文化的特色（如

粵劇、廣繡、南音等），以及交匯融合中的世界各地文化。通過令教師親自參與

不同文化背景的社區活動，如節日慶典、文化展覽或文化體驗工作坊，他們可以

更深入地理解和體驗文化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這種親身體驗不僅加深教師對 

多元文化的實際了解，還有助於他們在教學實踐中更真實、更有效地傳達和回應

不同文化背景的幼兒需求。 

2. 加強大灣區區域的文化和教育交流與合作。通過區域之間的文化交流與合作， 

各地幼兒教師可以互相學習和借鑑文化回應性教學的內容和經驗，例如開展與 

文化主題相關的教師訪問計畫、教學交流計畫，建立大灣區文化教育資源分享 

平台等。這些舉措可以幫助大灣區教師更深入地了解區域之間主流中華文化和 

地區嶺南亞文化的教學經驗與差異，增強文化認同，以提高文化回應性教學水準。 

研究不足與展望 

研究還有需改進之處：第一，研究採用問卷調查輔以訪談調查的方式，後續可以

採用質性研究取向進行更深入的探查，尤其對於大灣區幼兒教師文化認同的差異以及

生成原因；第二，本研究是橫斷研究，無法得出隨時間和干預後，教師文化認同、 

專業認同和文化回應性教學的變化，因此今後的研究應考慮實施長期追蹤研究，或 

結合一定的干預（如提供教師培訓、合作和反思），探討大灣區幼兒教師文化認同、 

專業認同和文化回應性教學的作用和演變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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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1. 根據 2020年廣東省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2020年香港統計公報、2020年澳門教育

暨青年局非高等教育統計資料的公開資料。 

2. 本研究範圍為粵港澳大灣區，為方便行文使用「廣東」，本文中的「廣東」僅指研究

範圍中的珠三角地區。 

3. 本研究將香港和澳門合併為港澳一起分析，原因如下：對粵、港、澳三地資料進行方

差分析（ANOVA）後發現差異集中在粵與港、粵與澳，而香港和澳門在文化認同、文

化回應性教學和專業認同上都沒有差異（p = .235 > .05，p = .573 > .05，p = .585 > .05）。

由此可見，港澳在這三個變項的情況較為相近，加上澳門樣本較少，因此資料作合併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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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Identity and Culturally Responsive Teaching of 

Preschool Teacher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Exploring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Limin ZHANG, Yinxia CHEN, Lijia LIU, & Suzannie Kit-Ying LEUNG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470 preschool teacher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with a questionnair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cultural identity, 

culturally responsive teaching, and professional identity.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levels of 

cultural identity, culturally responsive teaching, and professional identity were at the upper 

middle level. The level of cultural identity and culturally responsive teaching of teachers in 

Guangdong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Hong Kong and Macao. Preschool teachers’ cultural 

identity not only directly predicted culturally responsive teaching, but also indirectly affected 

culturally responsive teaching through the mediating role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The study gave 

suggestions on improving teachers’ cultural identity and culturally responsive teaching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Keywords: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cultural identity of preschool 

teachers; culturally responsive teaching; professional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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